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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Respons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Low-income Residents 
after Rel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tuational Stratification

城市低收入居民搬迁后就业响应及影响因素*

——基于情景分层的视角

孔子然   肖佳琦   夏永久    KONG Ziran, XIAO Jiaqi, XIA Yongjiu

中国城市经过40年的大规模空间调整导致城市居民不断迁移，而以住宅搬迁为主要内容的研究为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

空间重构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其中低收入搬迁者由于在社会资源占有和环境适应能力上相对较弱，使得其就业及经

济收入成为关注焦点。利用2017年南京市绕城公路周边8个拆迁安置社区近千户家庭抽样问卷调查数据，从情景分层的

视角出发，采用多项Logistic模型回归方法针对低收入搬迁居民的就业响应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属

性、职业、职住距离是就业响应的显著影响因素，家庭因素的影响不显著。其研究结论对于正确认识搬迁对居民个体就

业产生的影响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以期理性认识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重构及其影响效应。

The large-scale spatial adjustment of Chinese cities in the past 40 years has led to the continuous migr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research on residential relocation provide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space. Among them, the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income of the non-autonomous migrant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due to their relatively weak possession of soci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This paper uses households 
sampling survey data in eight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around Nanjing Ring Road in 2017 and the method of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tuational stratification to study residents' employment response after the 
reloca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social and economic attributes, occupation, and job-housing 
distance are significant influence factors, while the family factors are not significan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can promote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relocation on residents' employment, which is helpful to rationally underst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urban social space structure and its influence effects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摘      要

Abstract

关  键  词
Key words

1  国内外相关案例研究

在过去40年里，中国城市经历了大规模空

间结构调整，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城市居民向周边

外围地区不断迁移。依据搬迁的自主性，可将搬

迁人群分为自主搬迁者和非自主搬迁者。前者因

向往现代化住宅或追求个性化生活方式从老城

区搬出，后者是因为租金上涨或政府对其居住地

进行再开发而搬出。以住宅搬迁为主要内容的居

住迁移成为研究城市空间结构、社会空间重构的

重要视角。近年来，研究重心逐步从迁居过程、机

制，转向迁居后的行为响应及效应。随着熟悉的

空间环境、社会关系和生活习俗的失去，迁居者

在心理和行为上将经历一个艰难的转变和适应

过程，甚至引起多方面应激反应，包括身心健康、

社会活动，以及就业就学等。其中低收入搬迁者

由于在社会资源占有和环境适应能力上相对较

弱进而引起更多关注，研究焦点主要是搬迁对个

体就业和经济收入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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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荷兰阿姆斯特丹5个城市更新项目涉迁

人口的跟踪研究发现，住房升级似乎并没有带

来经济前景的改善，搬迁后居民就业率未见显

著提高[1]。虽然能通过重建小商店或杂货铺维持

生计，但由于离开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且缺乏

必要的社会联系，仍然有部分居民无法通过当

地社会机构找到就业机会[2]49，[3]170，且低收入家

庭从市中心迁移到郊区安置点扰乱了搬迁者与

客户的商业联系，造成区位优势和就业机会的

双重丧失，使得绝大多数迁移者的收入出现大

幅下降，造成失业率升高的趋势[4]。城市再开发

引发的拆迁对低收入迁居居民的生活和资产造

成破坏，因此缺乏客户、市场和高昂的交通运输

成本是造成迁居居民收入中断的主要原因[5]，有

研究表明搬迁安置对低收入群体也会带来失业

风险[6]，在就业机会、通勤时间和可支配收入等

方面有一定的负面影响[7]772，779，785，同时也可能

引发就业变化[8]，并且由于安置地附近没有工业

和商业区导致居民安置后工作机会减少[9]。另一

项研究结果显示，异地安置距离越远，导致上班

距离和费用显著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贫困程度

有加剧的趋势[7]764，[10]242。国内对广州亚运村拆

迁居民时间序列上的研究发现，社区居民的经

济和心理均受到了较大负面影响，导致社会经

济状况恶化且面临失业问题[11-12]；在迁居后，低

收入者住房条件确实得以改善，但却以社会经济

和住宅区位双重损失为代价[13]。对重庆城市更新

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大部分低收入原住居民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迁居，职住分离加剧[14-15]。

总的来看，城市更新造成的搬迁可能会产

生严重的不利影响，使得搬迁后的低收入居民

脱离现有的生计模式，给直接受影响的人带来

贫困风险。除此之外，就业效应的影响因素则是

另一个研究热点。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案例研

究发现，较高比例的低收入居民在安置后经济

收入下降，且随着入住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

贫穷[16]。有研究显示，迁居前居民是否有丰富的

城市生活经验、专业技能、家庭责任及良好的经

济条件会影响居民安置后是否有更好的经济稳

定性和就业率[17-18]，如在印度尼西亚迁居居民

安置案例中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安置过

程中面临的风险越大，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相

比，受教育程度高的户主在重新安置后损失更

大，因为在安置前他们有更好的工作[3]171。

综上所述，搬迁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失业、

工作更换等不同的社会情景的变化，目前在对

就业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多关注失业与否、职

业变换与否、收入增减与否，较少从搬迁后群

体所处的情景视角来进行探究。“情景”一词在

辞典中的定义为“情形”或“情况”，本文的

情景分层指人们在社会的发展趋势中所处的

不同境况。可以发现，搬迁后的群体可能处于

不同的情景，即失业（即使是短暂性的）和更

换工作。有研究显示，在一些行为的影响因素

分析中，其所处的情景也需要考虑[19]，在不同情

景分层下的就业影响因素可能并不相同，其机

制仍然值得进一步探究。因此，从不同的情景

分层视角出发探究影响因素有助于更加清晰

地认识搬迁后就业响应情况及影响机制差异，

进而为城市决策者提供更加精准的科学指引。

2 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采集及基本概况

江苏省省会南京是长三角城市群3大副中

心城市之一。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其城市更

新起步早、拆迁体量大、涉迁人口多，是研究城

市绅士化、社会空间重构以及搬迁安置等问题

的优选城市。在综合考虑建成年代、规模体量、

地理位置等因素后，从南京绕城公路周边20多

个拆迁安置小区中遴选出8个代表。研究小组

于2017年3月—5月对南京市8个安置房小区

近千户家庭开展搬迁后就业响应情况调查，了

解搬迁后城市低收入居民就业响应类型及具

体原因。采用问卷调查和社会访谈相结合的形

式，调查内容涵盖受访者个体社会经济基本属

性、家庭属性特征、搬迁前后的职业类型、职住

距离、安置方式、安置年份等信息。调查采取随

机抽样方式开展，共投放800份调查问卷，回收

有效问卷630份，问卷有效率为78.75%。630份

有效样本在抽样小区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本文

调研的8个样本社区，是在专家咨询、预调研基

础上确定的，综合考虑了社区的地理位置、建设

年代、规模体量等因素，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在630位受访者中，男性和女性占比分别

为58%、42%；职业类型分为4类，分别为普通

职员、自营就业者、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其中，

普通职员占比为64.98%，明显高于其他类型；

全体样本的教育程度偏低，以初中和高中学历

为主，本科及以上占比不足20%，而2017年南

京市城市居民本科以上学历百分比为35.36%，

高于调查样本17.61个百分点。据有关部门公开

数据显示，2017年南京市普通家庭户均可支

配月收入为12 771元，高于70%以上的抽样家

庭。综上所述，本文研究对象在学历、职业、家

庭收入上整体层次偏低，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

典型性，样本的社会经济属性统计结果见表2。

由于居住区建成环境、职住空间关系变

动或内在诉求等因素，搬迁后部分城市低收入

居民就业发生了一定调整，这种因外界环境变

化或内在诉求驱动而导致的就业变化可称之

为就业响应。调查显示，搬迁后城市低收入居

民就业响应分为两个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为

短暂性失业，受访者在研究期内发生短暂性失

业，失业现象持续时间不等，平均为3个月；第

二种类型为就业发生变动，具体表现为工作单

位发生变动或因拆迁搬迁后职住距离过大，从

单位内其他工作地点调整至离家较近岗位。

在630位受访者中，有83个样本发生短暂性失

业、399个样本发生就业变动、148个样本就

业未发生变动，3类样本占比分别为13.17%、

63.32%、23.49%。就业未发生变动指的是搬

迁后受访者工作保持不变或发生变动但变动

幅度较小，如职位晋升、正常退休等。

表1 有效样本的社区分布一览表

Tab.1  Community distribution of valid samp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社区名称 所在区 有效样本数/份
景明佳园 雨花区 110
兴贤家园 栖霞区 66
恒盛嘉园 下关区 62
汇景家园 秦淮区 114
银龙花园 白下区 99
百水芊城 栖霞区 82
南湾营 栖霞区 40
双和园 建邺区 57
合计 —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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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在630位受访者中，共有482个

样本发生了就业响应。在首次就业响应中，因拆

迁而更换工作有214人，占总样本数的44.40%；

因拆迁导致职住距离过大、单位内部协调至离

家较近岗位有27人，占总样本比为5.60%，两者

合计占比为51.00%；发生短暂性失业有83人，

占总样本比为17.22%；为更好发展而主动更换

工作单位的有158人，占总样本比为32.78%。由

此可见，在首次就业响应中，至少50%以上就

业变动与拆迁安置直接关联，为更好发展而主

动更换工作情景较少，占总样本比不足40%。

在发生就业响应的482位受访者中，部分样

本发生了多次响应，累计发生756人次的短暂性

失业或就业变动。为比较分析搬迁后初期和整

个研究期就业响应情景差异，进一步统计了整

体就业响应情景。统计显示，在整个研究期内，

短暂性失业发生的有125人次，占总响应人次的

16.53%；因拆迁而更换单位或调整工作岗位发

生的有249人次，占总响应人次的32.94%；为更

好发展而主动更换工作单位发生的有382人次，

占总响应人次的50.53%。可见，在搬迁后的就业

响应中，既有非自主式变动，又有自主式变动，

在搬迁后的初期，以非自主式变动为主，但在整

个研究期内，自主式和非自主式变动占比相当。

2.2 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搬迁后城市低收入居民就业

响应可归并为3个离散的类别，即就业发生过

变动、短暂性失业、就业未发生变动。为了研究

宏观经济环境、个体属性、家庭特征、职住距离

等变量与居民就业响应的关系，本文拟采用多

项Logistic模型，探讨上述变量因素对于居民

不同就业响应选择的影响差异。构建的多项

Logistic模型方程如下：

（1）

式中：Logit(P1/P2)为选择任意两种就业响

应类型概率比值的自然对数；X1为安置年份；X2

为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

育程度、迁前职业类型、迁前工作地是否在中心

城区；X3为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规模、家庭

月均收入、安置时家中有无子女就学；X4为职住

距离变量，包括迁前职住距离、迁后职住距离、

迁居距离；βt为参数向量，其中t =0，1，2，3，4。

在上述公式的基础上，将就业未发生变

动作为短暂性失业和就业发生过变动两种响

应类型的参照，依次开展Logistic回归分析。

3  就业响应类型的多项Logistic回归结果

以不变类型为因变量参照系，以安置年份、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家庭月均收入、

搬迁前工作类型、搬迁前工作地是否在中心城

区、搬迁前职住距离、迁居距离、安置模式、搬迁

后职住距离、安置时家中有无子女就学等作为

自变量，开展多项Logistic回归模拟，结果见表3。

模型的似然估计值为-487.657，卡方检验值为

154.40，拟合程度好，具有可靠的解释能力。

3.1  社会经济属性因素

模拟显示，性别、教育程度、搬迁时年龄

等个体的社会经济属性变量对受访者搬迁后

的就业响应具有显著影响。例如，在短暂性失

业参照就业不变的模拟中，性别偏回归系数

为-0.639，而在就业变动参照就业不变的模拟

中，性别的偏回归系数也为负值。这表明相对

于女性受访者而言，男性在搬迁后发生短暂性

失业、就业变动的概率相对较小。在短暂性失

业、就业变动参照就业不变的模拟中，文化层

次指标的偏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且呈现出显著

性，表明与文化层次较低者相比，文化层次较

高者搬迁后发生短暂性失业、就业变动的概率

较小，就业状态相对稳定。除性别、文化层次

外，搬迁时年龄对受访者就业响应也具有显著

影响。在两类参照模型中，随着年龄增大，受访

者发生短暂性失业、就业变动的概率在明显增

大。因此男性、文化层次较高、搬迁时年龄较小

者，发生短暂性失业的可能性较小。

从社会阶层划分看，本文所指的城市搬

迁居民整体属于弱势阶层，但在搬迁后的短暂

性失业和就业变动中，依然呈现出情景分层差

异：与男性、文化层次相对较高、年龄较小者相

比，女性、文化层次较低、年龄较大的受访者，

更倾向发生短暂性失业和就业变动。这种现象

验证了社会学领域中的“脆弱性假说”。

3.2  职业因素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搬迁前从事职业对

搬迁后的就业响应呈现显著影响，与一般职员

相比，管理和技术人员在搬迁后发生短暂性失

业、就业变动的可能性较小。相反，搬迁前从事

一般职业者，在搬迁后更倾向发生短暂性失

业、就业变动。具体而言，在短暂性失业参照

就业不变的模拟中，搬迁前从事管理工作、技

术行业的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206和-0.339，

表明该类群体在搬迁后发生短暂性失业的可

能性较小；类似地，在就业变动参照就业不变

的模拟中，上述两类从业者的偏回归系数亦为

负值。通过社会访谈发现，产生上述现象的根

本原因在于，从事管理工作和技术行业的受访

者，工资福利较好，工作相对稳定，工作满意度

较高，因此，即使搬迁后受访者职住距离发生

较大增长，但该类群体仍然保留之前工作，就

业发生变动或短暂性失业的可能性较小。

可见，搬迁前从事的职业类型对搬迁后的

就业变动和短暂性失业产生显著影响，与一般

职员和自营职业者相比，管理和技术行业者发生

上述现象的概率相对较小，表明该类群体的就

业状态相对稳定，受住宅搬迁的负面影响较小。

表2 样本社会经济基本属性统计

Tab.2  Statistics of the sample's basic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基本情况 类别 比例/%

性别 男 58.00
女 42.00

年龄

<40岁 14.10
40—49岁 31.06
50—59岁 45.64

>59岁 9.19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44.69
高中 37.56

大专或本科 15.37
本科以上 2.38

家庭月均收入

<3 000元 5.23
3 000—5 999元 26.15
6 000—8 999元 38.67

>8 999元 29.95

职业类型

普通职员 64.98
自营就业者 9.98
技术人员 20.44
管理人员 4.60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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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职住距离因素

在短暂性失业参照就业不变的模拟中，

虚拟变量“搬迁前是否在中心城区工作”的

偏回归系数为0.648，表明搬迁前在中心城区

工作的受访者，搬迁后发生短暂性失业的概率

较大，这可从职住空间关系上获得解释。拆迁

安置住房位于南京市绕城公路周边，地理位置

偏远，城市公共交通配置水平较低，随着住宅

搬迁，受访者职住距离显著增大，甚至出现职

住空间错位，直接导致了短暂性失业的发生；

迁居后职住距离的偏回归系数为0.132，意味

着搬迁后受访者职住距离越大，发生短暂性

失业的可能性增大，进一步验证了职住关系对

受访者短暂性失业呈现显著性影响。在就业变

动参照就业不变的模拟中，搬迁前职住距离的

偏回归系数为-0.097，表明搬迁前职住距离越

小，受访者就业发生变动的概率越大。通过社

会访谈发现，搬迁前职住距离较小者，意味着

其对职住距离的承受力较弱，搬迁后，随着职

住距离增大，其倾向于发生就业变动。

需要指出的是，搬迁前职住距离即受访者

职住距离承受力对短暂性失业具有负面影响，

但影响不够显著，表明与职住距离承受力相比。

职住空间关系对受访者短暂性失业发生影响更

为显著，相应地，与职住空间关系相比，职住距

离承受力对受访者就业变动发生影响更大。

3.4  家庭因素

模拟结果显示，家庭规模、家庭月均收入以

及安置时家中有无孩子就读等家庭因素对搬迁

后的就业变动和短暂性失业发生不具有显著影

响，类似自变量还包括安置模式和迁居距离。由

此可见，搬迁后的就业响应，主要与个体社会经

济属性、职业类型、职住空间关系、个体职住距离

承受力等因素有关，而与家庭因素关联性不明

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搬迁后的短暂性失业、就业

变动是一种单纯的个体行为，社会访谈显示，搬

迁后的部分就业响应是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2017年在南京绕城公路周边8

个拆迁安置小区开展的630份随机抽样调查数

据，基于情景分层视角，研究搬迁后城市低收

入居民的就业响应及影响因素，采用统计分析

和计量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得出以下结论。

（1）由于居住地建成环境、职住空间关

系变化，以及自身内在诉求，搬迁后绝大部分

城市低收入居民（482个样本）就业发生了

就业响应，占样本总数的76.5%。依据响应的

剧烈程度，搬迁后城市低收入居民就业响应可

分为两个类型，分别为：短暂性失业，即受访者

在研究期内发生短时段失业，失业的持续时间

不等；就业发生变动，具体表现为工作单位或

工作地点发生变动。由此可见，居民的就业响

应呈现明显的情景分层特征，因此在研究该类

群体就业响应时，关注重点不在于是否发生变

动，而是发生怎样的变动。

（2）在首次就业响应中，因拆迁而更换工

作有214人，占总样本数的44.40%；因拆迁导

致职住距离过大、单位内部协调至离家较近岗

位有27人，占总样本比为6.60%，两者合计占

比为51.00%，即至少50%以上就业变动与拆

迁安置直接关联。为更好发展而主动更换工作

情景较少，占总样本比仅为32.78%。在整个研

究期内，部分样本发生多次响应，全体样本累

计发生756人次的短暂性失业或就业变动，其

中因拆迁而更换单位或调整工作岗位发生249

人次，占总响应人次的32.94%；为更好发展而

主动更换工作单位发生382人次，占总响应人

次的50.53%。综上所述，在搬迁后的就业响应

中，既有非自主式变动，又有自主式变动，在搬

迁后的初期，以非自主式变动为主，但在整个

研究期内，自主式和非自主式变动占比相当。

（3）个体社会经济属性、搬迁后职住空间

表3 就业响应类型的多项Logistic回归结果（以不变类为参照）

Tab.3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employment response type (with invariant category as reference)

注：①*、**、***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②样本响应类型依据首次响应情况来划定。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变量 短暂性失业类型 就业变动类型
β Exp(β) β Exp(β)

安置年份
（2005年及以前=参照类）

2006—2010年 0.456 1.578 -0.221 0.802
2011年及之后 -0.063 0.939 0.127 1.135

性别（男性=1） -0.639** 0.528 -0.412* 0.662

安置时年龄
（<30岁=参照类）

30—39岁 1.565*** 4.783 1.627*** 5.089
40—49岁 1.585*** 4.879 2.373*** 10.730
50—59岁 2.269*** 9.670 2.442*** 11.496

学历
（<初中及以下=参照类）

高中或中专 -0.724** 0.485 -0.200 0.819
大专或本科 -3.429*** 0.032 -1.115*** 0.328
研究生及以上 -2.726** 0.065 -1.171* 0.310

家庭规模
（一代家庭=参照类）

二代家庭 0.293 1.340 -0.167 0.846
三代家庭 1.327 3.770 -0.272 0.762

家庭月均收入
（3 000元以下=参照类）

3 000—5 999元 0.757 2.132 -0.001 0.999
6 000—8 999元 0.887 2.428 0.137 1.147
8 999元以上 0.639 1.895 -0.125 0.882

迁前职业类型
（普通职员=参照类）

自营就业者 0.501 1.650 0.459 1.582
管理人员 -0.206** 0.814 -1.222** 0.295
技术人员 -0.339** 0.712 -0.247** 0.781

迁前是否在中心城区工作（否=0） 0.648** 1.912 0.240 1.271
迁前职住距离 -0.048 0.953 -0.097*** 0.908

安置模式（跨行政区安置=1） -0.022 0.978 -0.006 0.994
迁居距离 -0.014 0.986 0.039 1.040

迁后职住距离 0.132** 1.141 0.037 1.038
安置时是否有子女就学（否=0） 0.473 1.605 -0.083 0.920

截距 -4.403*** -0.4451*
N 630

Pseudo R2 0.137
Log likelihood -487.657

Chi 2 15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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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职住距离承受力、搬迁前职业类型对搬迁

后的就业响应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女性、

文化层次较低、搬迁时年龄较大者，搬迁后更倾

向发生短暂性失业，验证了社会学中的“脆弱

性假说”。搬迁后职住距离较大、搬迁前在中心城

区工作者，发生短暂性失业的概率越大，可从城

市地理学中的“空间错位假说”获得解释。搬

迁前职住距离较小者，更易发生就业响应，表明

职住距离承受力对个体的就业响应产生显著影

响。此外，与一般职员和自营就业者相比，管理

行业和技术行业从业者在搬迁后就业状态相对

稳定，发生短暂性失业和就业变动的概率较小。

4.2  讨论

理论层面上，大城市拆迁安置群体的不

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是城市社会地理领域

关注的热点问题，迁居对于低收入居民就业机

会上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但是，学界对搬迁

后城市低收入居民就业响应的情景分层情况

缺少关注。本文在以下方面丰富了该领域的认

识：第一，搬迁后城市低收入居民就业变动分

为短暂性失业和普通就业变动两种类型，相应

的变动动机分为自主和非自主两类，且随着时

间推移，自主型情景逐步增多；第二，短暂性失

业和普通就业变动在影响机制上存在相似性，

但与普通就业变动相比，搬迁后职住距离指标

对短暂性失业影响更为明显。上述研究发现对

正确认识搬迁对个体就业产生的影响具有一

定促进作用，有利于理性认识转型期中国城市

社会空间结构重构及其影响效应。

实践层面上，本文证实的“脆弱性假说”

和“空间错位假说”对城市社区治理、公共交

通资源配置以及城市空间布局规划具有一定

启示。例如，在日常的社区工作中，女性、文化

层次较低、年龄较大的搬迁居民，应该受到更

多关注，在就业能力培训、就业信息提供上给

予优先帮助；在城市优质公共交通资源配置

时，需要适度关注拆迁安置住房等低端社区居

民的利益诉求，提高该类群体出行能力，缓解

搬迁后的职住分离问题；在城市总体规划和分

区规划中，应协调好产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的空

间布局，力求在城市组团层面实现职住平衡。

本文由于样本数量有限，对研究结果精

准性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同时由于拆迁安置事

件发生年代较久，在数据采集过程中，部分信

息可能存在偏差。此外，宏观经济环境和就业

市场对受访者的就业响应必然产生影响，但这

些因素在本文的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中没有

体现。后续研究工作需要进一步提高数据采集

和模型设置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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